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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股东多元化能为企业提供多样性创新资源，但也扩张了组织距离并增加了协同成本。针对企业如何平衡创新资源异质性与协同创新质量提升问题，基于协同学基础理论和广义高阶梯队理论探索大股东异质性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大股东异质性有碍于企业协同创新质量提升，股东多元化带来的创新资源效应并没有抵消因其异质性而增加的组织协同阻力。机制分析发现，大股东异质性是通过扩大组织距离形成组织“断裂”进而降低了企业协同创新质量。治理体系方面，市场型知识治理和社会型知识治理不仅能够弱化大股东异质性对协同创新质量的阻碍作用，同时也削弱了组织距离对协同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而权威型知识治理反而加剧了大股东异质性和组织距离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阻碍作用。结论表明，企业在聚合创新资源过程中不宜过于追求差异化和多元化，创新主体之间讲求志同道合，同时还要注重提升组织内部协同能力和建构企业聚合异质性创新资源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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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areholder diversity can provide diverse innovation resources for enterprises, but it also expands organizational distance and increases collaborative cost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how to balance the heterogeneity of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quality, we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major shareholder heterogeneity on the quality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the generalized higher-order ladder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majority shareholder heterogeneity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co-innovation quality, and the innovation resource effect brought by shareholder diversity does not offset the increased organizational synergy resistance due to their heterogeneity. 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heterogeneity of major shareholders reduces the quality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y expanding the organizational distance and creating organizational "rupture". In terms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market-based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social knowledge governance not only weaken the effect of majority shareholder heterogeneity on co-innovation quality, but also weaken the negative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distance on co-innovation quality. Instead, authoritative knowledge governance exacerbates the hindering effects of majority shareholder heterogeneity and organizational distance on firms' co-innovation quality. The conclusion suggests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not pursue too much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ggregating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that they should seek like-mindedness among innovation subjects, while also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internal collaborative capacity of the organizations and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the aggregation of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 resources in th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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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在组织的创新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积极性所有权治理理念逐渐回归企业创新治理本位背景下，大股东之间的差异性俨然成为维系企业价值共创系统可持续高效运转之关键[1]。大股东异质性主要表现在认知方式的多样性、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决策思维模式的差异性。企业创新战略规划都旨在整合多元化的创新资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高质量的创新成果。企业内部的协同创新能量源于不同个体之间特征差异引发的互补效应和各种碰撞，要实现高效的创新产出，需要结合来自具体决策者个体的创新价值理念和实际行动[2]。针对高质量的企业协同创新，企业创新资源多样性一方面确实有助于弥补组织知识缺陷、畅通多维信息渠道和捕捉市场创新机遇，但异质性因素的另一面作用是增加企业内部的沟通和交流成本，可能铸成较多协同障碍从而形成组织断裂。即创新主体及其代表的创新资源异质性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组织之间的距离，可能导致协同成本的上升和加剧企业内部的冲突[3]。在创新资源差异性和创新协同稳定高效性之间存在协同创新悖论，探索此悖论背后的创新资源聚合逻辑将有助于企业建构可持续的高质量价值共创机制。

根据广义高阶梯队理论，企业决策者的个体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异质性，主要包括行为方式、决策风格、思维逻辑、职业能力、教育程度以及人口学特征等方面的明显差异[4]。组织行为学科也明确了企业价值共创合力的稳定性归因于核心成员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教育背景、性别、工龄等变量[5]。股东异质性分为显性特征和隐性特征，显性异质性特征包括职业经验、性别、年龄、种族、任期、专业知识、价值观和个性等方面的差异，而隐性异质性则包括认知基础、价值观、洞察力、工作技能等特质，以及这些特质在人际协作中的选择性影响。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或多个相关的人口学特征对个体水平结果变量的独立影响上，而对个体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相对不足。人口学特征直接影响集体价值共创成效，人口学特征被广泛解释为“在日常互动中，工作伙伴或群体成员之间具有的相对人口学特征”，强调差异的相对性[6]。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分析作为创新资源主要供给者的股东的人力资本特征相似性和差异性，分析有关股东显性人口学特征和隐性创新价值行为选择之间的传导逻辑，探索核心要素如何影响企业长期价值共创质量。

此外，企业协同创新质量不仅取决于资源要素结构，还受制于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在组织层面能否实现高效协作，一定程度上组织协同因素才是决定企业价值共创系统稳定性和高效性的主要矛盾[7]。所以协同创新质量不能对单一价值因素进行简单归因分析，还需要探索不同要素间的协作机制和价值共创系统的运行治理机制。可见，异质性创新资源在创新质量系统中的影响效价不仅包括创新主体的价值观、创新意愿、经验以及决策风格等因素，还包括这些异质性因素相互间的协同制度、互惠机制和融合体系等。然而目前广泛存在企业所有者异质资源优势融合和组织协同创新悖论并存的问题，致使可持续性协同创新的实现机制一直悬而未决，至少在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方面尚待探索。本文从组织协同治理视角讨论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如何综合影响组织价值共创系统的运行规律及产出质量，并选择恰当的知识治理方式来弥合因创新资源异质性所引致的组织距离扩张，进而为建构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系统提供理论诠释和实践指导。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广义高阶梯队理论阐明了企业管理团队成员之间的异质性特征对组织内部协作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但当前文献对企业所有者异质性资源如何影响企业协同创新的研究结论不一。Beddock [8]指出，大股东的异质性资源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直接相关，高组织内聚能力可以有效激发组织内多元化知识和信息的协同创新活力，从而提高创新质量。Dahesh[9]的研究发现，企业所有者的异质性对团队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包括企业所有者的能力、战略定力、沟通协调风格以及协同创新理念等方面。而Lee[10]的研究结论显示，团队成员之间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异质性会正向影响团队活跃度，但价值观的异质性则降低了成员的满意度、长期留在团队中的愿意以及对团队的承诺。

广义高阶梯队理论指出，人力资本特征依附于独立个体，个体特征异质性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和成效。Ammirato [11]从组织协同的角度概况人力资本特征，具体包括个体知识、技能和经验。根据信息处理理论，同质性导致了群体一致性思维，从而限制了决策方案的多样性和深度。信息处理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人力资本特征的同质性是企业组织惯例形成的基础，这种固化的组织思维构成了组织创新的障碍[12]。根据Finkelstein[13]的观点，组织内的每个成员都被看作是知识的携带者，而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影响力的差异，这被称为“势能”。白景坤等[14]指出，企业协同创新治理水平波动与创新主体的治理能力有关，高水平创新治理有助于促进不同内部创新主体的融合，从而激发创新活力和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因此，企业决策者个体人力资本特征差异直接影响组织协同创新过程和结果。

根据协同创新思想，多元化创新主体和异质性创新资源能够显著增加组织协同创新成功的潜力。Wilson[15]经过研究多家创业企业后，发现团队合作创业的成功率高于个体独立创业，原因是团队具有不同的工作经验和职业背景，这种异质性人力资本优势使企业更有能力识别和应对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正如张维迎所指“只有个体才有能力做出决策。只有个体，也就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意识的生命体，才能设定目标并采取行动，而集体本身无法行动。只有集体内部的独立个体才能真正对其行为和结果负责。”因此，要将企业创新资源异质性优势转化为实际创新成果，关键在于如何统合组织内部决策者个体异质性特征和建构可持续协同机制。

可见，协同论与高阶梯队理论都强调了人力资本特征对组织价值共创决策和实践的影响，行为主体的人力资本特征被视为协同机制的核心元素。学者们还引入了信息处理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异质性因素之间的协同原则，信息处理理论强调信息是管理决策者的首要资源，同时指出信息资源的价值随着信息的异质性和互补性增加而增加[16]。其内在机制是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导致了决策个体之间的思想碰撞，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突破企业组织的常规做法，促进企业进行创新探索[17]。企业创新是创新主体在考虑变与不变之间做出的价值判断和战略选择，变化涉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当前的协作伙伴、合作环境和协同方式等现实条件，而不变的是组织创新的基础。面对市场不确定性，需要聚合相似的创新信息元素和塑造稳定的创新合力，以便应对各类创新风险。

2.2研究假设
2.2.1人力资本异质性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视阈下的创新合力包括相似性特征的向心作用和异质性特征的离心作用。基于群体动力学思想，高阶梯队理论还强调了来自个体心理认同视角的人力资本特征对组织协同效应的影响[18]。具体而言，当个体之间的人力资本特征越相似时，如年龄、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其间认同感和认可度逐渐增加。相似性有助于构建相对稳定的协同网络，从而促进组织内的协同效应和逐渐增强组织整体的实力，并孕育共享的价值观和创新理念[19]。但当企业创新主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异质性超过一定程度时，会形成沟通“堑壕”，导致组织内离心力增加，从而削弱了多样化资源互补性，甚至酿成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企业协同创新障碍，最终演化成所谓的“异质性资源诅咒”。
组织信息处理理论指出，信息依附主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引起组织内要素的多样性，可能会进一步弱化组织信息处理效率进而增加组织运行成本[20]。Gooderham 等[21]提出了一个双重观点，针对企业的常规问题，最好由拥有相似特征的高级决策团队来解决；而对于企业面临的新问题，最好由拥有多样特征的高级决策团队来处理。此结论的推理逻辑源于信息处理理论，即在人力资本多样性较高的决策团队中，不同的观点、知识和背景多样性可以更全面地呈现多种问题解决方案。此外，Yu 等 [22] 基于权变思想从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角度分析高级决策者个体特征的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认为决策主体相似性影响集体达成一致决策的速度，但高速度并不一定意味着高智慧，高一致性意见也不一定意味着高质量。可见，相似性较高的决策团队可能会迅速做出决策，但这可能导致企业进入“集体智慧盲区”，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决策的前因变量，从而限制了决策的有效性，可能导致企业错失创新发展的机会。
可见，同质性高级决策团队会更快地制定创新战略决策，但对实际协同创新成效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从决策需求角度，当企业内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时，高级决策者特征的同质性有助于提高组织协同创新成效，但在不确定性环境中，高级决策者特征异质性并不利于协同创新质量提升[23]。因此，尽管企业资源的多样性可以促进组织的协同创新，但过于强调股东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可能形成协同创新的障碍，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大股东异质性有碍于企业协同创新质量。
2.2.2组织距离的中介效应
为更深入研究组织协同过程及其对决策质量的影响，传统人口统计学特征和职业经历已不足以准确评估创新主体的多样性特征，需要更全面地考虑创新主体的独立性、沟通能力以及合作动机等因素[24]。Polachek 等 [25]指出，企业所有者人力资本特征的相似性有助于外部知识的吸收。多样性意味着创新观念的多元性和新颖性，但同时也增加了创新实践的整合和协同难度。因此，创新主体所掌握的知识集之间的“距离”成为影响组织价值共创机制效率和质量的关键因素。
“距离”概念源自制度理论，包括文化、观念、地理和经济等多个维度的制度性差异[26]。Kostova 等 [27]把制度距离定义为构成制度体系的各要素之间的不兼容程度。现有研究把文化异质性引入到制度距离分析框架中，并将其作为核心差异性变量进行研究，认为组织内外部制度体系是由个体的认知观念与环境客观条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秩序规范。把认知嵌入制度距离进行分析，大部分与制度距离相关的研究将组织制度体系拆解为三大支柱性变量：规制、惯例和认知，制度以何种形式存在取决于人们的合作需求和协同价值判断[28]。尽管组织制度与个体认知存在相互影响，但对于高级决策者兼股东来说，在企业新制度的酝酿与制订过程中，认知显然属于高阶前因变量。于是Mi [29]将认知与制度距离分开进行研究，提出了认知距离概念。O'connor 等 [30]对组织认知距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认知距离直接影响组织学习质量，最为重要的发现是，保持适当的认知距离可以提高协同创新成功的概率。这意味着各方在认知结构上的相似性有助于很好地理解对方，相互之间实现知识和信息互补，同时也会导致彼此间观点和想法的碰撞和挑战。企业协同创新本身面临着众多异质性条件，随着创新难度和风险的增加，企业需要更高水平的系统性协同机制，弥合各种异质性因素形成的组织距离，包括制度距离、认知距离以及目标距离等，这有助于评估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协同创新质量的影响。
组织距离意指人口学特征、个体组织认知、协作习惯与个性的内隐性心理特征等方面的差异程度[31]。作为企业高层决策团队的核心力量，股东的人力资本特征因素将直接影响企业股东在协同过程中的商业习惯、资源分配、企业文化以及创新治理。随着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程度的增加，组织距离也随之增加，使异质性股东之间的协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且难以克服。特别是在面对具有风险的创新规划时，由于存在不同的创新价值预期和合作机会主义的影响，使得企业自身拥有的多样化资源优势无法充分释放。蔡双立等 [32]认为，企业提升协同创新水平离不开创新资源所有者与使用者的通力协同与创造，大股东的创新自觉和创新定力才是创新绩效的决定性因素。Llorente-alonso等[33]从交易成本和社会网络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组织距离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也强调了组织距离可能导致组织内外部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甚至可能导致组织崩溃。
协同创新要求知识要素在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创新主体之间顺畅流通共享，形成常态化的知识信息沟通交流机制。知识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差异性减少了创新资源交换和知识转移的机会，从而弱化了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尽管有学者指出知识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通过信息冲突能够提高实现创新目标的可能性，但当个体人力资本异质性所引致的组织距离超过一定限度时，组织内部的应然性冲突可能导致诸多协同障碍，因为相似类群是增进人们心理距离的无形力量[34]。同时，不同的职业经历、创新理念和认知惯习很可能导致组织内部形成派系主义、信息失真和其他可能阻碍新知识转移的沟通困难。可见，异质性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成本将会随着组织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大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会导致更高的组织运营成本，过度强调差异化制衡会使企业掉进多元化陷阱。

此外，组织距离可能激化异质性股东之间的应然性冲突，抑制了企业的知识流通共享，从而增加企业组织协同创新治理的复杂性。创新价值的实现通常需要市场认同的支持，这使得企业的创新回报常常带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在进行协同创新决策时，企业股东通常更关注易于感知的协同成本，而很难提前预见实际创新成果。组织距离的近与远对股东之间的协同成本和协同创新合作形成的影响有着明显差异。组织距离近意味着股东之间的人力资本特征更为相似，能够有效降低协同成本，使协同创新合力更容易融合，反之则形成组织断裂。组织距离的增加可能会引发各方的机会主义合作动机，这些因素都可能对企业协同创新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组织距离有碍于企业提升协同创新质量，大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是通过扩张组织距离形成组织断裂进而降低了企业协同创新质量。
2.2.3知识治理的调节效应
知识作为隐形的、依附于人的有价资源，分散存储在不同的个体中，企业协同创新则致力于有效整合分散的知识和信息等有价要素。知识具有聚合性和累积性特点，聚合性指不同知识元素之间可能存在互斥效应，但通过提高组织兼容性可以调和互斥关系[35]。在组织包容性越高，更容易促进多元知识共融；累积性意味着知识要素能够实现质和量的双重增长，同时也能为实现创新提供有力支持，但需要以有效协同机制为保障。企业自身拥有多元化的组织体系，建立有效的知识创造和分享机制不仅有助于充分释放智力资源的多样化潜力，还能促进企业知识资源的增加和增值，促进组织高效协同创新。
企业协同创新质量提升需要基于异质个体之间的知识共享，知识共享放受制于个体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当知识创造、转移和共享等活动与个体的利益相交织时，知识共享将面临诸多障碍[36]。知识的创造主要发生在个体层面，包括知识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如认知深化、拓展、技能水平提升以及创新能力增强等，然而这并不一定转化为组织层面的价值增长。知识共享是知识转移和交流的结果，通常是个体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进行群体行为，缺乏内生的积极性，再加上人力资本异质性，知识系统无法自发形成正向反馈增强路径，导致企业知识资源的实际应用效率较低，Foss将这种智力资源低效现象总结为“知识基础性危机”[37]。Sousa 等 [38] 进一步解释了个体之间进行知识转移和共享时的障碍，同样基于上述逻辑划分出“知识交换危机”和“知识占有危机”，并正式提出了“知识治理”问题。知识治理包括如何克服知识转移障碍、构建知识共享平台、提高知识的质量和数量，以及促进知识融合等问题，核心任务是将个体层面的知识有效整合到组织层面的创新能力中，以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39]。只有解决了组织知识系统内在的矛盾，才能充分发挥知识的融合价值并提高协同创新质量。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组织的知识治理水平来减弱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协同创新的负面影响。
组织层面的知识治理活动包括知识的获取、吸收、运用、共享和创造等，旨在通过激励、引导和制度建设来影响知识活动的参与者，以促进知识活动的可持续性和治理效益，同时平衡各参与者的利益[40]。知识治理机制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知识治理机制包括激励引导、治理结构、契约安排等，而非正式知识治理机制包括组织文化、组织惯例和互惠交易等。知识治理为组织创新管理和共识凝聚提供了机制保障，其有效性取决于选择适当的治理结构和协调机制，以积极影响知识的转移、共享、整合、应用和创造。Vigoda-gadot [41]通过对创新难题的分解，考虑到知识转移和共享中的知识交互障碍和知识占有障碍，提出了三种知识治理模式：市场治理（Markets）、权威治理（Authority）和共识治理（Consensus）。三类知识治理结构模式旨在克服知识转移共享过程中的内在障碍，实现知识在市场机制下的自由交流和使用。
不同知识治理结构都旨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知识交易风险。其中，正式治理机制注重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知识共享激励，将知识转移共享纳入企业管理流程；非正式治理机制侧重于组织内部知识共享文化、信任机制和管理风格等方面的构建[42]。契约治理和信任治理与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相似，旨在减弱知识交易障碍和防范知识协同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也有研究将等级化知识治理进一步划分为权威型和共识型，强调知识等级的形成根源，主要关注组织内部的知识治理问题[43]。而Gooderham[21]从社会全域层面分析了知识治理方式，同时兼顾了组织间和组织内部的知识流通效率和质量，将知识治理分为市场治理、等级治理和社会治理。考虑到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特点，大多数企业保留了科层体系的等级化特征，所以本文认同知识作为智力资源属于社会资本的观点，强调知识资本价值关系网络建设的重要性，符合企业协同治理的原则，即整合异质性社会资本以实现共赢发展。因此，本文将知识治理划分为市场型治理、权威型治理和社会型治理，以分析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机制。需要强调的是，这三种知识治理方式之间没有优劣之分，而是相互补充，共同构建高效的知识流通共享机制。
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机制能够有效整合分散在不同个体之间的知识资本，从而激发协同创新的潜力[44]。在个体层面，知识的交流与共享通常基于价格或类似市场的合同条件或与同事之间的协议，这些合同或协议存在不对等和机会主义的风险，可能阻碍了各方的可持续协同机制，而市场型知识治理机制的基本要素包括市场契约精神和激励制度。市场型知识治理机制侧重于尊重自由意志和自愿利益交易，有助于实现自觉的知识共享与共创。不同股东之间的人力资本异质性形成了组织协同壁垒，导致大股东在渗入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相互之间产生戒备心态，这可能阻碍了协同创新的顺利进行。一方面，大股东之间的隔阂会引起其间相互提防对方损害自身所有权权益，另一方面，大股东还会担心协同创新成果的剩余权利被侵蚀。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大股东可能会因契约模糊和不健全的激励制度而产生应然性协同防范心态，这可能损害企业协同创新的质量。然而，通过建立明确的市场契约和构建激励机制，可以加强异质性股东之间的知识治理水平，从而减轻组织距离对协同创新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a：市场型知识治理弱化了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负面影响。
H3b：市场型知识治理弱化了组织距离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负面影响。
社会型知识治理主要基于非正式制度建构知识分享和创造机制，通过软性协调机制对正式协作关系制度形成有益补充。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知识沟通，可以有效弥合异质性股东之间的认知差异，进一步拉近彼此的认知距离，基于非正式的承诺信任机制可作为一种社会性方法，用来补充正式协作制度的不完备性，从而有效提高股东之间的沟通[45]。从社会关系建构视角，中国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长期受到中国式“关系本位”社会的影响。在掌控核心创新资源的股东之间，人际关系距离往往取决于个体人力资本特征的差异，进而影响知识传递和共享过程[46]。作为企业的所有者，股东需要不断权衡创新决策的利弊得失。由于股东的专业背景、职业经历和战略思维等人力资本特征的异质性，他们对创新机会的认知和创新基础条件的把握各有不同。当股东的人力资本特征与个体权益追求紧密交织时，企业协同创新通常会面临挑战。维持异质性股东之间的可持续协作以应对创新不确定性的微观机制包括沟通、承诺、信任等社会关系，其有助于加强彼此的协同意愿和巩固协同关系。依赖于正式组织契约制度的创新体系通常会因不确定性和偶发因素而陷入停滞或崩溃[47]。这种补充有助于协同创新双方在不确定性和契约模糊方面形成一致认知，从而巩固协同创新关系。承诺信任机制被认为是修复组织距离、实现可持续协同创新的有效知识治理途径，能够促进组织信任，深化企业协同治理，推动企业可持续协同创新。所以强化社会关系能够缩小组织距离，从而减轻股东异质性对协同创新的负面影响。
作为企业的所有者，股东本身拥有捕捉创新机会的能力和知识信息。基于关系认同形成的共同规范不仅为异质性股东提供了可预测的协同环境，还有助于形成一致的创新认知，以应对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48]。相似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有助于建立协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无缝知识共享关系。相反，大股东之间的创新价值观和组织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组织距离的形成，进而对知识转移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社会信任关系的共同知识治理规范可以明确异质性股东之间可以接受的创新决策边界，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协作各方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有助于拉近组织距离并共同致力于长期价值共创。因此，社会型知识同治规范可以有效地缩小异质性股东之间的组织距离，进而促进企业协同创新质量。
H4a：社会型知识治理能够降低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负面影响。
H4b：社会型知识治理能够降低组织距离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负面影响。
大股东之间的权力竞争通常会限制组织内部资源的自由流通，受权力控制倾向的影响，企业所有者往往通过塑造知识权威来激发整个组织的创新活力，期望知识权威能够产生创新的 "雁阵效应"[49]。不同于市场型和社会型知识治理，权威型知识治理以权威的权力对个体的知识创造、转移和共享行为进行指导和规划，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知识的转移和共享置于权力之下以进行调控；另一种是在组织内部建立知识权威，基于知识权威的引导将组织的知识网络制度化，并纳入正式的组织管理范畴[50]。在动荡的市场创新环境中，权威型知识治理在沟通控制效率、冲突解决以及责任和权力分配方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取决于权威在个体层面的广泛接受度，至少要不存在对组织权威的合法性质疑，并要有稳定的组织权威认同。

企业提升协同创新质量需要异质性股东之间在不断磨合和交流互解中形成创新共识，确保每个异质性股东都有机会提出独立的意见，并能够得到集体的考虑和评价，任何具有抑制性的交流机制都无法畅通异质性股东之间的知识信息传递和共享。而权威型组织通常会形成等级化社会关系结构，通过管理机制来巩固个体之间的等级秩序，这限制了组织成员之间知识信息的自由流通和共享[51]。Flanigan 等[52]指出，一旦组织体系被等级化，集中在权力中心的不仅包括决策权和控制权，还包括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等。这种将等级观念扩大到比组织社会学中的科层制理论更加聚合的结构做法，将导致组织距离进一步扩大，无法有效实现层级化知识传递的高效性。正如Xu等 [53]所指，“等级制度对智力型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是破坏性的。”
企业股东之间的协同创新质量建立在遵循一系列非个体偏好的共识型创新认知默契的假设之上，而权威等级化知识治理机制不仅未能畅通知识传递渠道，反而破坏异质性股东之间积极互动的协同关系网络，进一步增加了组织距离。换句话说，威权等级控制机制可能导致纯粹的“敷衍的服从”，而不是“完美的合作”。此外，如果企业过于强调权威型知识结构，个体之间将总是存在“心理势差”，这使互动是基于一种潜在的威胁，增强了个体对组织距离的感知。缺乏有效的知识互动将削弱组织协同创新价值的信心，其结果是组织内部的个体之间因缺乏共同的创新价值判断而不愿深度协作，从而损害组织内的协同创新质量系统。鉴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5a：权威型知识治理增强了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负面影响。
H5b: 权威型知识治理增强了组织距离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负面影响。
综上，本文针对“协同创新悖论”问题，基于广义高阶梯队理论探讨大股东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影响机理，并考虑不同类型知识治理在影响机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理论模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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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模型
3 研究设计
3.1数据
本文所涉及的核心变量包括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组织距离、三类知识治理模式以及企业协同创新质量。其中人力资本异质性中的部分因素、组织距离与知识治理模式都无法从公开的数据资料中获取，于是本文采用问卷调研法收集相关资料信息。样本选择标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大股东数量至少3人以上，其中包括机构股东代理人，且大股东在位合作时间至少三年及以上，目的是保证所调研企业异质性股东协同融合效应具有充分的发酵时间；二是不同股东的持股比例都不低于5%，确保异质性股东都属于积极性股东；三是确保调研企业至少有3位股东亲自填写调查问卷。样本企业主要位于东北大连，华北地区山东青岛、华东地区江苏苏州，中部地区湖南长沙，西部地区重庆万州、贵州贵阳和云南昆明。借助于各地区企业服务部门所组织的2022年度“专精特新”国家专项资金申请活动，经管理部门批准，以研究为目的获得企业基本信息资料、企业研发投入、专利申请与获得情况以及大股东的基本信息，而后向企业大股东们征求信息研究使用许可意见，部分拒绝而部分同意。总共联系89家企业，最后得到大股东完全同意的企业有54家，而后向同意企业的股东和长期在岗员工发放调研问卷，采集组织距离和知识治理变量信息，所有调研问卷均通过在线电子方式进行，回收有效问卷211份。

表1样本特征

	统计内容
	频数
	百分比
	统计内容
	频数
	百分比

	企业年龄（Age）
	0—3年
	4
	7.41%
	股东性别
	男
	132
	79.04%

	
	4—8年
	28
	51.85%
	
	女
	35
	20.96%

	
	8年以上
	22
	40.74%
	股东年龄
	30岁以下
	2
	1.20%

	企业规模(Scale)
	5000万以下
	11
	20.37%
	
	30—45岁
	45
	26.95%

	
	5000—2亿万
	13
	24.07%
	
	46—55岁
	78
	46.71%

	
	2亿—10亿万
	16
	29.63%
	
	56岁以上
	42
	25.15%

	
	10个亿以上
	14
	25.93%
	持股年限
	1—3年
	28
	16.77%

	行业分布
	农业
	3
	5.56%
	
	4—6年
	86
	51.50%

	
	装备制造与自动化
	10
	18.52%
	
	6年以上
	53
	31.74%

	
	新能源与节能
	11
	20.37%
	教育程度
	专科及以下
	16
	9.58%

	
	生产性服务业
	9
	16.67%
	
	本科
	51
	30.54%

	
	有色金属冶炼加工
	12
	22.22%
	
	硕士
	68
	40.72%

	
	医药制造业
	7
	12.96%
	
	博士
	32
	19.16%


3.2 变量

（1）大股东异质性。股东人力资本特征异质性涉及6个分量：年龄、性别，持股年限，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其中从业经历划分为生产、研发、销售、金融、会计、管理和法律共七类。本文采用的衡量办法是手工比对每家公司不同被试股东在上述6个变量之间的差异，若选择不同答案，说明该指标在不同大股东之间存在异质性，则此分量赋值1，选择相同答案则赋值0。于是得到被试公司的大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总测度值区间位于0～6，实证检验中把结果加1后取自然对数。

（2）组织距离。组织距离构念是从反面刻画组织内部不同集群创新主体的社会接近性，企业所聚合的异质性股东之间总是存在某种张力影响内部关系的接近性。Xu 等 [54]认为组织张力来源于不同股东之间的目标耦合度、知识协同度、文化认同度以及关系协调程度。基于此，本文从目标、知识、文化、关系四个维度描述企业组织距离。借鉴Durst [55]研究，确定从创新目标和战略目标两维度测量目标距离，共2个题项；从知识水平差异和知识结构差异测量知识距离，即深度距离和宽度距离，共3个题项；文化距离从价值观和组织文化两维度测量，共2个题项；从信任和关系强度两维度测量关系距离，共3个题项。经整理后得到包含10题项的量表。

（3）知识治理。知识治理过程包括治理机制选择和治理流程控制，具体包括知识转移、共享、集成、使用和创造等过程。本文参照Gooderham[21]对知识治理维度的区分办法，从市场型知识治理、社会型知识治理和权威型知识治理３个维度分析企业多元化主体之间的知识治理情况。在量表题项设置方面，只要借鉴向阳等[56]开发的量表，具体内容包括“企业顶层决策者之间注重知识共享关系的发展、利用、整合和管理”、“企业所有者善于在组织创新网络中挖掘内外部资源”、“企业顶层决策者之间保持畅通的沟通”等12个题项。

（4）协同创新质量。数据收集过程中，搜索被试企业在被调研股东任职以来所获得的发明性专利授权数量、实用新型专利数授权数量以及外观设计型专利数量，目的是保证所获专利产生于被调研的异质性股东同时在位。参照相关研究，本文采用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的协同创新质量，下文将采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量和新产品增加值与研发投入之比替换创新质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企业的专利数据和研发投入数据，包括研发人员数量和研发资金投入，均来源于对被试公司的公开信息搜索和联系相关负责人获取。
（5）控制变量。为了防止虚假相关性干扰研究发现，本文参考以往文献对以下变量加以控制，董事会规模，用董事的总数来衡量；公司规模，用企业净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年龄，用当前年份减去参混方中最晚注册成立年份。
4 实证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借助SPSS和Mplus数据分析工具，对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在构念效度上，知识治理量表Bartlett 检验结果为936.487（df=72，p＜0.001），表明问卷题项之间具有一定关联度。KMO检验值均大于0.7，反映样本信息较充分。按照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１的３个因子，所解释的方程贡献率都超过75%，其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73、0.821和0.857。结果表明，各项因子的标准化系数都大于0.5，且在 p ＜ 0. 001 水平上显著，问卷效度良好。上述结果说明知识治理测度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满足研究需求。同理，组织距离因子分析结果中Bartlett和KMO检验值均满足要求，各因子载荷都在0.5以上，累积解释方差为68.97%，Cronbach´s α系数为0.819，问卷效度符合进一步研究条件。进一步应用Mplus对核心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同时比较不同变量组合所构成的模型之间的拟合效果，具体包括四因子模型、三因子模型、双因子模型以及单因子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四因子模型的RMSEA=0.038小于0.05，χ2/df小于3，且CFI和TLI都大于0.9，相较于其他模型拟合指标，四因子模型整体拟合效果最优，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综上，实证模型涉及的核心变量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表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Models
	χ2
	df
	χ2/df
	RMSEA
	SRMR
	CFI
	TLI

	四因子（SH,KM,OD,CIN）
	659.074
	318
	2.073
	0.038
	0.047
	0.934
	0.938

	三因子1

（SH+OD,KM,CIN）
	1030.785
	321
	3.211
	0.073
	0.082
	0.801
	0.783

	三因子2

（SH,KM+OD,CIN）
	1108.082
	321
	3.452
	0.075
	0.083
	0.787
	0.767

	三因子3

（SH+KM,OD,CIN）
	1186.069
	321
	3.695
	0.082
	0.087
	0.748
	0.724

	二因子

（SH+KM+OD,CIN）
	1321.576
	323
	4.092
	0.089
	0.090
	0.701
	0.675

	单因子

（SH+KM+OD+CIN）
	1698.581
	324
	5.243
	0.105
	0.096
	0.654
	0.625

	注: SH=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 KM= 知识治理, OD= 组织距离, CIN=协同创新质量. "+" 表示两因子合并.


4.2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每一份问卷都是由同一个股东单独完成，同时问卷中涉及到合作评判方面的问题存在某种社会期许倾向，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共同方法偏差，本文将从事前和事后对其进行规避。调研前主要采用三种办法：一是在前期与被试进行沟通中说明调研的学术研究性质目的，并阐述了相关保密方案，以此消除被试者在回答问卷问题时的疑虑；二是采用反向提问的方式设计问卷中的部分问题，以此来检验问卷填写过程当中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三是对问卷的填写者进行匿名处理，仅对问卷的出处企业进行数字编码。获得调研数据后，本文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同质化检验，即将企业股东异质性、组织距离、知识治理以及协同创新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为旋转前的第1个因子所解释的总方差为21.34%，小于4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与组织距离显著正相关（r=0.504，p＜0.001），而人力资本异质性与组织协同创新质量（r=-0.411，p＜0.001）和协同创新效率（r=-0.373，p＜0.001）都显著负相关，组织距离与企业协同创新质量（r=-0.396，p＜0.01）（r=-0.403，p＜0.001）也显著负相关，三类不同知识治理类型与其他核心变量之间都存在相关性，但相关性系数都小于0.8。此外，检验构念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指标VIF 值均在３以内，小于阈值10。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说明各变量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说明本文理论假设及实证模型具有一定合理性，可以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的作用机理。

表3核心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10

	1.企业规模
	1
	
	
	
	
	
	
	
	
	

	2.企业年龄
	0.213*
	1
	
	
	
	
	
	
	
	

	3.董事会规模
	0.117
	0.145*
	1
	
	
	
	
	
	
	

	4.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
	0.075
	0.039
	0.107*
	1
	
	
	
	
	
	

	5.组织距离
	0.151*
	0.232*
	0.218**
	0.504***
	1
	
	
	
	
	

	6.市场型知识治理
	0.046
	0.011
	0.172**
	0.067
	0.109
	1
	
	
	
	

	7.社会型知识治理
	0.016
	0.124
	0.107*
	0.043
	0.017
	0.023
	1
	
	
	

	8.权威型知识治理
	-0.104
	0.332*
	0.281*
	0.024
	0.116
	0.019
	0.101
	1
	
	

	9.协同创新质量
	0.191*
	0.101*
	0.032
	-0.411***
	-0.396**
	0.654***
	0.531***
	-0.544***
	1
	

	均值
	9.917
	3.881
	3.475
	1.749
	2.236
	3.121
	2.846
	3.459
	2.974
	4.325

	标准差
	4.367
	0.941
	2.102
	1.521
	1.804
	1.715
	1.596
	2.347
	1.844
	2.631

	VIF
	1.952
	2.627
	2.102
	1.354
	1.984
	2.074
	1.376
	1.642
	1.928
	1.017


注: ***, **, * 表示 p<0.001, p<0.01, p<0.05.
4.4 主效应检验

假设1主张企业不同股东的人力资本异质性不利于协同创新质量的提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首先把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结果见模型（1），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对协同创新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后把核心变量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纳入回归模型，其结果如模型（2）所示。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协同创新质量显著负相关（-0.308，p＜0.001），本文假设1得以验证。同时，模型对结果变量协同创新质量所解释的方差增加了26.6%（ΔF=10.716，p＜0.001），表明加入自变量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后显著提升了模型对协同创新质量的解释力。

表4主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协同创新质量(CIQ)

	
	（1）
	（2）

	企业规模(Scale)
	0.131**
	0.097

	企业年龄（Age）
	0.054
	0.041*

	董事会规模（DS）
	0.107*
	0.101*

	大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

（SH）
	
	-0.308***

	R2
	0.017
	0.266

	F值
	1.241
	6.335

	△R2
	0.017
	0.258***

	△F
	1.241
	10.716***

	注: ***, **, * 表示 p<0.001, p<0.01, p<0.05.


4.5 稳健性检验
采用替换核心变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股东人力资本特征异质性所产生的协同创新效应。用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量替换因变量协同创新质量，并把人力资本特征异质性滞后一期。由于企业大股东处于流变状态，本文确保所选取的协同创新结果变量的时间处于股东协同状态维系期间所产生，不存在被试企业大股东与协同创新出现时空错位。验证结果与上文实证结果保持一致，大股东人力资本特征异质性仍然有碍于企业协同创新质量提升。
5 机制分析
5.1 组织距离的中介作用
组织内聚与组织距离是企业协同治理的两面，后者会导致组织分裂，增加组织协作的难度，而组织距离的根源是企业内部的诸多异质性因素。组织距离可以被视为组织异质性要素的"离心力"，在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组织内耗。根据协同论基本观点，组织协同机制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来自于组织内部要素的异质性，同时指出要减弱组织距离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扬长避短”的协同机制，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多样性优势，同时避免组织距离的缺陷。在企业的协同治理过程中，组织内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可以相互转化，这取决于如何缩小组织距离并建立异质性要素之间的协作机制[57]。实际上，企业的协同创新系统是在组织创新战略目标的引领下，股东和其他战略决策者根据自身利益进行动态的行为选择。正如Gersel 等 [58]所强调的，如果股东注重企业的长期创新价值，他们将关注协同创新过程的管理，努力拉近组织距离，弥合协同差距，并致力于提高创新价值的质量。相反，若异质性股东不愿深度合作，而是允许异质性特征成为组织协同创新的障碍，那么将滋生股东的机会主义追求短期利益的动机，结果通常是将参与协同创新视为追逐短期利益的手段，破坏协同创新的价值体系。因此，在组织治理的层面深化协同合作时，需要关注股东的异质性因素对组织距离的影响，注重调和异质性因素，构建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以弥合组织距离。
本文首先将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组织距离进行回归，其次检验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中介变量组织距离的影响效应。结果（表5中模型2）表明，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组织距离（0.154，p<0.001）。再检验中介变量组织距离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见模型3），组织距离与企业协同创新质量存在负相关关系。最后将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与组织距离全部纳入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中模型4所示，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与协同创新质量显著负相关（-0.284,p<0.001；-0.175,p<0.001）。以上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通过增强组织距离进而阻碍企业协同创新质量。本文的理论假设2成立。

表5组织距离的中介作用
	变量
	组织距离(OD)
	协同创新质量(CIQ)

	
	（1）
	（2）
	（3）
	（4）

	企业规模(Scale)
	0.152**
	0.103*
	0.109
	0.077

	企业年龄（Age）
	0.105*
	0.085*
	0.037
	0.026

	董事会规模（DS）
	0.164**
	0.121**
	0.098*
	0.084*

	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

（SH）
	
	0.154***
	
	-0.284***

	组织距离

（OD）
	
	
	-0.211***
	-0.175***

	R2
	0.014
	0.203
	0.023 
	0.256

	F值
	1.007
	5.539
	1.327
	6.014

	△R2
	0.014
	0.199***
	0.023
	0.238***

	△F
	1.007
	8.674***
	1.327
	9.017***

	注: ***, **, * 表示 p<0.001, p<0.01, p<0.05.


5.2 知识治理的调节效应
本文主张知识治理对主效应与中介效应都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知识治理类型对协同创新质量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市场型知识治理和社会型知识治理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协同创新质量（模型1和模型4），而权威型知识治理与企业协同创新质量呈负相关关系（模型7）。模型2结果显示，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市场型知识治理的交互项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119，模型5中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与社会性知识智力的交互项系数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108，表明市场性知识治理和社会性知识治理能够缓解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协同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模型8中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与权威型知识治理的交互项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0.122，说明权威型知识治理反而加剧了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
表6知识治理对协同创新质量(CIQ)的调节效应

	
	（1）
	（2）
	（3）
	（4）
	（5）
	（6）
	（7）
	（8）
	（9）

	Scale
	-0.102
	-0.069
	-0.072
	-0.019
	-0.072
	-0.109
	-0.077
	-0.072
	-0.037

	Age
	0.029
	0.023
	0.047
	0.073
	0.066
	0.037
	0.051
	0.052
	0.034

	DS
	-0.076*
	-0.041
	-0.008
	-0.197*
	-0.137*
	-0.074
	-0.134*
	-0.106*
	-0.065

	SH
	-0.221***
	-0.213***
	-0.164***
	-0.289***
	-0.155***
	-0.107***
	-0.307***
	-0.192***
	-0.156***

	MKM
	0.244***
	0.185***
	0.137***
	
	
	
	
	
	

	OD
	
	
	-0.267***
	
	
	-0.219***
	
	
	-0.241***

	SH╳MKM
	
	0.119***
	
	
	
	
	
	
	

	OD╳MKM
	
	
	0.201**
	
	
	
	
	
	

	SKM
	
	
	
	0.331***
	0.295**
	0.208**
	
	
	

	SH╳SKM
	
	
	
	
	0.108***
	
	
	
	

	OD╳SKM
	
	
	
	
	
	0.274*
	
	
	

	AKM
	
	
	
	
	
	
	-0.279***
	0.214**
	0.192**

	SH╳AKM
	
	
	
	
	
	
	
	-0.122**
	

	OD╳AKM
	
	
	
	
	
	
	
	
	-0.139**

	R2
	0.022
	0.264
	0.542
	0.019
	0.233
	0.497
	0.015
	0.284
	0.527

	F值
	1.335
	7.641
	10.247
	1.021
	5.967
	9.451
	1.081
	7.684
	11.367

	△R2
	0.022
	0.249***
	0.288***
	0.019
	0.217***
	0.235***
	0.015
	0.265***
	0.284***

	△F
	1.335
	9.375***
	8.029***
	1.021
	7.707***
	9.684***
	1.081
	9.847***
	9.073***

	注: ***, **, * 表示 p<0.001, p<0.01, p<0.05.


模型3、模型6和模型9显示了三类知识治理对组织距离与企业协同创新质量关系的调节效应，其中不同知识治理类型与组织距离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201（p<0.01）、0.274（p<0.05）和-0.139（p<0.01），说明市场型知识治理与社会型知识治理同样能够削弱组织距离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权威型知识治理反而加剧了组织距离的负向创新效应。
不同知识治理模式对模型的调节效应各异（如图2），市场型知识治理和社会型知识治理能够有效弱化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和组织距离对协同创新的消极作用，而权威型知识治理反而加剧了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和组织距离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消极作用。可见，在企业协同创新系统中，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流通网络需要遵循市场性原则和社会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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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 市场型知识治理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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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社会型知识治理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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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c 权威型知识治理的调节效应

6 结论
大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即是企业创新资源供给者，也是企业协同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文基于协同学分析企业所有者异质性特征对组织协同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旨在探索多元化创新资源如何转化为企业创新优并促进企业协同创新质量提升问题。研究结论表明：
（1）大股东异质性尽管能够为企业供给多元化创新资源和信息，但也会因差异化而增加企业内部协同成本并形成协同创新障碍，进而稀释了企业协同创新潜能。部分企业本着互补逻辑一味追求差异化，并以创新理想主义寄希望于通过塑造共同价值观等措施来聚合异质性股东，忽视了共同创新观念对股东异质性特征聚合力的有限性，最终在创新之路上无法实现价值共创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现实中诸多企业协同创新实践结局为“高开低走”甚至“高开停走”，一定程度上印证本研究结论。 
（2）针对大股东异质性如何弱化企业协同创新质量问题，结论是大股东人力资本特征方面异质性扩大了组织距离进而酿成了组织“断裂”，直接阻碍异质性股东之间的深度协同，这是导致企业价值共创系统不稳定性的根源。此结论充分说明，维系大股东价值共创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是价值收益共享机制，企业提高协同创新质量不仅需要聚合多元化创新资源和互补性创新力量，更要注重平衡创新主体的异质性诉求。
（3）大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既是提升协同创新质量的动力，也是深化协同创新质量的阻力，需要建构以知识治理为主的调和机制。通过对不同知识治理模式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后发现，市场型知识治理和社会型知识治理有效削弱了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负面影响，同时也缓解了组织距离对企业协同创新质量的削弱作用，而权威型知识治理反而加剧了股东人力资本异质性和组织距离的创新负效应。建构知识权威体系并不利于提升协同创新质量和效率，甚至还会削弱组织协同创新系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所以在企业内部知识网络治理过程中，需要遵循智力要素流通的市场法则和社会规律，强调知识主体平等性和收益分享对等性。
研究启示在于，以往研究大都聚焦于研究企业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性质资本结构治理和宏观政策体系设计，尽管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仍然未解决企业在组织层面难以深化协同治理和创新成效不显著等问题。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升企业协同创新质量不仅要注重资本层面的结构安排，还要在组织场面设计有利于异质性股东之间进行深度融合的协同机制。同时还要强化企业内部市场型知识治理与社会型知识治理水平，有效弥合股东异质性引致的组织距离，进而提升企业多元化创新资源的协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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